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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态对于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以陕西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数据为例，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及面

板向量自回归（ＰＶＡＲ）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时空规律及互动关系。 结果表明：（１）陕西省耦

合协调度总体呈现“基本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规律。 （２）各市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空间差异明显，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 １０ 个城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态存在较大差异性，相对发展状态整体上由新型城镇化滞

后状态发展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 （３）脉冲响应图反映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间存在明显互动关系，前期生态环境

受新型城镇化冲击的负向抑制作用，后期影响逐渐减小，受自身冲击较大，而新型城镇化发展前后期均主要受自身影响。 本研

究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以生态为优先，在提高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加速提升陕西省各区域空间人口等不同维度城镇化发

展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绿色发展目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互动关系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ＥＮＧ Ｊｕ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 Ｌｕｌ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９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ＶＡＲ）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ａｗ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ｉｃ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 （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ｂｉ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１０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ｂ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ｇ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在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是时代之要求，人民之愿景，我国城

镇化率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恢复⁃稳步⁃快速发展的阶段，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９２％到 ２０１１ 年城镇化率

首次突破 ５０％，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０．６％，实现了快速发展的目标。 然而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会带来水资源

的过度消耗、大气的严重污染、生态的负荷加重等一列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绿色持续发展的理念，阻碍了新型城镇化的有序推进。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

所在：将生态环境保护重视起来是建成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前提。 因此协调好新型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推进城市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要路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渠道。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知，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耦合机制：比如

Ｖｅｒｎｏｎ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分析生态环境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１］，Ｈａｉｄｅｒ Ｍａｈｍｏｏｄ 认为城市化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阻

碍［２］，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３］、脱钩理论［４］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论述等。 国内学者在对两者关系探

究的基础上，致力于研究两者关系的胁迫效应［５］以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更进一步的耦合问题［６］，主要集中在

耦合机理的理论分析［７］和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通过耦合协调模型、系统动力学模

型、ＶＡＲ 模型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测评。 有学者主要使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哪些因素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产生影响［８—９］；有学者通过 ＶＡＲ 模型对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质量的关系进行讨论［１０］。 从研究维度

来看，有学者从时序发展的角度对某些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演变特征进行研究［１１—１３］；有学者从空间

格局分布上研究两者的耦合协调演变发展特征［１４—１６］，得出东中西空间分异的规律普遍存在于我国新型城镇

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布中等结论。
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已经出现了诸多成果，有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内

容已经非常丰富，研究方法也各式各样。 但现有文献研究层面大都基于国家或某一区域，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协调发展的研究同样较少。 在研究内容方面，多数学

者的研究止步于新型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没有进一步对耦合协调度影响机理进行探

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多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没有系统分析两个子系统间存在何种相互作用关系和厘

清相互影响的本质，或者仅通过单一 ＶＡＲ 模型来研究城镇化进程对生态环境单方面的影响，没有研究两系统

间的时空互动效应。 由此可见分析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尤为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陕西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 １０ 个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

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对城镇化子系统及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水平进行评价。 使用耦合协

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测度陕西省整体耦合协调时序发展特征，并得出相对发展类型及其演变特征，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０ 软件对各市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类型进行直观化分析，借助 ＰＶＡＲ 模型对两系统

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为现阶段推进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建设提供

参考建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指标体系构建

在考虑到选取指标遵循的科学性、统一性及可取性原则的基础上，参考学者们现有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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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成果［１７—１８］，文章将从经济、人口、社会及空间［１９］ 四个维度选取 １９ 个指标因子对新型城镇化系统进

行描述，同时采用“压力—状态—响应”（ＰＳＲ）模型［２０］，从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禀赋及生态环境保护 ３ 个

方面选取 １１ 个指标因子对生态环境系统进行表示。 其中，经济城镇化指标由人均 ＧＤＰ、二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可支配收入五个指标构成，分析地区产业结构

发展、资本要素收入支出情况，可用于判断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也能由此看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如何，产业结构调整越合理，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越有利［２１］，城市发展的潜力也就越大。 人口城镇化指标由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密度、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三个指标构成，城镇化率由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进行计

算，可用于判断城镇化发展水平，城镇人口密度由城镇人口占城镇区域面积计算得出，可用于判断城镇对于人

口的承载能力及饱和程度，会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水平有一定的影响。 社会城镇化由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每万人中学生人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公路客运量等指标构成，可用于判断城市基础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

状况。 空间城镇化由城区建成区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地均 ＧＤＰ、建成区经济密度等指标构成，其中地均

ＧＤＰ 由 ＧＤＰ 与城市总占地面积比值得出，建成区经济密度由二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面积比值得出，可用于

反映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城市规划的合理性，还可以对未来城市规划计划做出预判，预测城市发展方向，对于

城市发展绿色产业链、提升环境绿化净化能力都有一定帮助。 在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过程中考虑到新型

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城镇化［２２］，不仅包括人口这一单一要素，还涉及就业、福利、教育、基建等方面，因此

在构建指标时具体考虑了对社会上的主要群体进行需求满足进而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 基于此，本文具体选

取了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万人中学生人数、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卫

生技术人员数等指标来诠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内涵，这也正是新型城镇化与一般意义的城镇化的

区别所在。 在生态环境系统中，生态环境压力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工业废水排

放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四个指标，以此衡量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所遭受的压力和破坏。 生态环境禀

赋选取燃气普及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个指标，以此衡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资源利用情

况、城市环境绿化情况及自然环境改善情况。 生态环境保护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污水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清运量指标来衡量城镇化进程中对于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现状做出的保

护措施及取得的净化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 ２ 大系统层、７ 个准则层，共 ３０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１．２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将陕西省作为研究对象，文中各项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

鉴》、《陕西统计年鉴》、《陕西区域统计年鉴》、各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环境保护局、国家统

计局等权威网站，可以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性，采取插值法处理个别市缺失的部分年份数据。
为消除因指标量纲和单位不同造成的差异影响，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确

定权重时采用熵值法［２３］，计算过程中可能出现无法取对数的情况，为避免这种情况需对极差标准化公式作出

处理，具体处理形式如下：

正向指标标准化： Ｘ ｉ′ ＝
Ｘ ｉ － ｍｉｎＸ ｉ

ｍａｘＸ ｉ － ｍｉｎＸ ｉ

× ０．９ ＋ ０．１ （１）

负向指标标准化：

Ｘ ｉ′ ＝
ｍａｘＸ ｉ － Ｘ ｉ

ｍａｘＸ ｉ － ｍｉｎＸ ｉ

× ０．９ ＋ ０．１ （２）

式中，Ｘ ｉ′为新型城镇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ｉ 项指标的标准化数值，ｍａｘ Ｘ ｉ和 ｍｉｎ Ｘ ｉ分别为第 ｉ 项评价指标

所在矩阵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同理可得生态环境系统评价指标标准化数值 Ｙ′ｊ，且 Ｘ′ｉ、Ｙ′ｊ∈［０，１］。
１．３　 确定指标权重与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熵值法通过计算信息熵值使得某项指标的数值和有效性反映出来，使得权重更加客观准确，从而避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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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臆断，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之后，确定各指标的信息熵，计算指标差异系数，最后确定指标权重，
因篇幅限制，熵值法计算权重公式不在此展示。 确定指标权重后使用综合评价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进行计算，新型城镇化子系统 Ｕ１ 与生态环境子系统 Ｕ２ 的综合评价值计算公式

如下：

表 １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层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ｙｅｒ
准则层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层

Ｉｎｄｅｘ ｌａｙｅｒ
指标属性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指标符号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ｍｂｏｌ

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经济城镇化

人均 ＧＤＰ ／ 元
二三产业产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亿元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元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元

正

正

正

正

正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率 ／ ％
城镇人口密度 ／ （人 ／ ｋｍ２）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 ／ ％

正

正

正

Ｘ６

Ｘ７

Ｘ８

社会城镇化

每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 人
每万人中学生人数 ／ 人
移动电话用户数 ／ 万户

公路客运量 ／ 万人

每万人拥有汽车数 ／ 辆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 亿元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Ｘ１４

空间城镇化

城区建成区面积 ／ ｋｍ２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 （ｍ２ ／ 人）
地均 ＧＤＰ ／ （万元 ／ ｋｍ２）
建成区经济密度 ／ （亿元 ／ ｋｍ２）
每万人公路里程 ／ （ｋｍ ／ 万人）

正

正

正

正

正

Ｘ１５

Ｘ１６

Ｘ１７

Ｘ１８

Ｘ１９

生态环境综合水平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生态环境压力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万 ｔ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 万 ｔ
工业废水排放量 ／ 万 ｔ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 升

负

负

负

负

Ｙ１

Ｙ２

Ｙ３

Ｙ４

生态环境禀赋
燃气普及率 ／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ｍ２ ／ 人）

正

正

正

Ｙ５

Ｙ６

Ｙ７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污水集中处理率 ／ ％
生活垃圾清运量 ／ 万 ｔ

正

正

正

正

Ｙ８

Ｙ９

Ｙ１０

Ｙ１１

Ｕ１ ＝ ∑
ｍ

ｉ ＝ １
ｗ ｉＸ ｉ′ （３）

Ｕ２ ＝ ∑
ｎ

ｊ ＝ １
ｗ ｊＸ ｊ′ （４）

式中，ｗ ｉ与 ｗ ｊ分别为两个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中第 ｉ 和第 ｊ 个指标权重，ｎ 和 ｍ 分别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数量；Ｕ１、Ｕ２∈［０，１］。
１．４　 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的作用是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耦合度值越大，表明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情况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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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整个系统结构越趋于有序；耦合度指数越小，表明子系统之间的耦合情况越不好且整个系统结构越趋于无

序［２４］。 计算公式为：

Ｃ ＝ （Ｕ１ × Ｕ２）
（Ｕ１ ＋ Ｕ２） ２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２

（５）

式中，Ｃ 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间的耦合度，Ｕ１ 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值，Ｕ２ 为生态环境综合评

价值。
耦合度只能衡量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大小，无法衡量出系统协调水平的高低。 为更加精确的反应

各系统自身发展水平及系统间协调关系，在耦合度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公式如下：

Ｄ ＝ Ｃ × Ｔ 　 Ｔ ＝ αＵ１ ＋ βＵ２ （６）
Ｄ 为耦合协调度，Ｔ 为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可以反映系统发展状况对耦合协调水平的整体贡献。 考虑

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同等重要［２５］，取 α＝β＝ １ ／ ２ 。
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能够评价，但对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状况

无法评价。 因此，引入相对发展指数模型，通过相对发展指数 Ｋ 反映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程度。 计算公式

如下：

Ｋ ＝ Ｕ１
Ｕ２

（７）

并依据有关学者研究［２６—２７］将耦合协调度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见表 ２。

表 ２　 协调发展阶段及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耦合协调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亚类别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相对发展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类别特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０．８＜Ｄ≤１ 协调发展 高度协调
１．１＜Ｋ
０．９＜Ｋ≤１．１
０＜Ｋ≤０．９

生态环境滞后
同步发展
城镇化滞后

Ⅰａ
Ⅰｂ
Ⅰｃ

０．５＜Ｄ≤．８ 中度协调
１．１＜Ｋ
０．９＜Ｋ≤１．１
０＜Ｋ≤０．９

生态环境滞后
同步发展
城镇化滞后

Ⅱａ
Ⅱｂ
Ⅱｃ

０．３＜Ｄ≤０．５ 转型发展 基本协调
１．１＜Ｋ
０．９＜Ｋ≤１．１
０＜Ｋ≤０．９

生态环境滞后
同步发展
城镇化滞后

Ⅲａ
Ⅲｂ
Ⅲｃ

０＜Ｄ≤０．３ 不协调发展 基本不协调
１．１＜Ｋ
０．９＜Ｋ≤１．１
０＜Ｋ≤０．９

生态环境滞后
同步发展
城镇化滞后

Ⅳａ
Ⅳｂ
Ⅳｃ

　 　 Ｄ：耦合协调度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Ｋ：相对发展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５　 ＰＶＡＲ 模型

为更加清晰分析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间相互促进的动态互动关系，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ＰＶＡＲ 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动态关系评价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避免内生性问题［２８—２９］，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ｔ ＝ θ０ ＋ ∑
ｎ

ｊ ＝ １
θ ｊＹｉｔ －ｊ ＋ αｉ ＋ βｉ ＋ ｕｉｔ （８）

式中，Ｙｉｔ表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值；θ０表示截距项；θ ｊ表示滞后 ｊ 项矩阵；αｉ、βｉ分别表示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ｕｉｔ表示随机扰动项。

２　 实证结果分析

２．１　 陕西省整体耦合协调时序发展特征

　 　 根据前文计算公式，分别计算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指数、生态环境指数、陕西省新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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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及相对发展指数（如表 ３、图 １ 所示）。 从新型城镇化

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来看，新型城镇化指数、生态环境指数整体均呈现上升趋势。 从系统综合指数来看，其发展

趋势和生态环境指数趋势保持一致，增长路径始终介于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新型城镇化与

生态环境对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影响力是相同的。

表 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测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份
Ｙｅａｒ Ｕ１ Ｕ２ Ｔ Ｄ Ｋ

协调类别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协调特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０．０９６８ ０．２３７５ ０．１６７２ ０．２７５４ ０．４０７６ 基本不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０６ ０．１６９７ ０．３１４４ ０．２４２０ ０．３３９８ ０．５３９６ 基本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０７ ０．２１９４ ０．２７５９ ０．２４７７ ０．３５０８ ０．７９５３ 基本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０８ ０．２８５３ ０．２９６５ ０．２９０９ ０．３８１４ ０．９６２５ 基本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０９ ０．３２９８ ０．３５８１ ０．３４４０ ０．４１４５ ０．９２１０ 基本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０ ０．３９１８ ０．４８８３ ０．４４００ ０．４６７６ ０．８０２４ 基本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１１ ０．４６４６ ０．５３０４ ０．４９７５ ０．４９８２ ０．８７５９ 基本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１２ ０．５２３５ ０．５２４８ ０．５２４２ ０．５１１９ ０．９９７６ 中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３ ０．５８１７ ０．５８５２ ０．５８３５ ０．５４０１ ０．９９３９ 中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４ ０．５８４０ ０．６５２０ ０．６１８０ ０．５５５５ ０．８９５８ 中度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１５ ０．６０９３ ０．６６４８ ０．６３７１ ０．５６４１ ０．９１６５ 中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６ ０．６５３８ ０．７８７０ ０．７２０４ ０．５９８９ ０．８３０８ 中度协调　 新型城镇化滞后

２０１７ ０．７３３３ ０．６２３８ ０．６７８６ ０．５８１５ １．１７５７ 中度协调　 生态环境滞后

２０１８ ０．８０１９ ０．７４９９ ０．７７５９ ０．６２２７ １．０６９４ 中度协调　 同步发展

２０１９ ０．８５４１ ０．７８１１ ０．８１７６ ０．６３９１ １．０９３５ 中度协调　 同步发展

　 　 Ｕ１：新型城镇化指数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Ｕ２：生态环境指数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Ｔ：综合发展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图 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时序

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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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来看，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协调发展阶段实现了“基本不协

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态势，协调度指数值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０．２７５４ 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０．６３９１，其中中度

协调阶段历时最长，在 ２０１７ 年耦合协调度出现了微弱

的下降，但并不影响整体较为良好的增长速度，后两年

的增长验证了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有很大潜力。 两系统的相对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先上升

后下降的波动上升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间呈现上升趋

势，由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过渡为同步发展状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处于新型城镇化滞后与同步发展互相转

变的起伏阶段，２０１７ 年 Ｋ 值上升到最大值 １．１７５７，此时

协调特征为生态环境滞后，２０１８ 年又恢复为同步发展

状态。 陕西省在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同时需要提升

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以及生态环境资源涵养能力，将生态

环境建设紧密贯穿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２．２　 陕西省各市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发展特征

２．２．１　 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及类型分析

根据陕西省发展现状及参考有关学者研究成果［３０—３１］，选取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６ 年及 ２０１９ 年

作为耦合协调度代表年份，按照模型公式计算出各市耦合度 Ｃ、耦合协调度 Ｄ 以及相对发展度 Ｋ（表 ４），运用

２２６４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及类型特征（图 ２）。
２００５ 年陕西省各市耦合协调度值介于 ０．２６１—０．３６３ 之间，除西安、咸阳、铜川三市耦合协调阶段是处于

基本协调状态，其余 ７ 市均处于基本不协调阶段，分析可知西安、咸阳、铜川市新型城镇化指数较高，良好的经

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使得其有条件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条件下提升城镇化质量推进城镇化进程，处于基本

不协调阶段的其他市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是由于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较低。
２００９ 年耦合协调度值介于 ０．３９２—０．４４７ 之间，与 ２００５ 年比较，有了一定的提升，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

耦合协调发展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除西安、咸阳、铜川保持协调状态不变外，均由基本不协调转变为基本

协调。
２０１３ 年耦合协调度值介于 ０．４７８—０．５５５ 之间，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阶段有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两种。

延安、商洛、渭南和安康 ４ 市仍然处于基本协调状态，西安等其余 ６ 市由基本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阶段。
２０１６ 年耦合协调度值介于 ０．４９６—０．６０７ 之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处于基本协调

和中度协调两种状态。 延安、商洛和渭南 ３ 市由基本协调状态转变为中度协调状态，安康仍然处于基本协调

状态，其余各市保持中度协调状态不变。
２０１９ 年耦合协调度值介于 ０．５２８—０．６６１ 之间，协调发展阶段均处于中度协调状态。 其中西安市耦合协

调度最高为 ０．６６１，基于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较高的城镇化率能够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很好地提升了系统

协调发展水平。

表 ４　 陕西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指标测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年份
Ｙｅａｒ 西安 宝鸡 铜川 咸阳 渭南 延安 汉中 榆林 安康 商洛

Ｃ ０．４４８ ０．３８７ ０．３９７ ０．３７８ ０．４４２ ０．４７９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８ ０．３１６ ０．４５５

２００５ Ｄ ０．２６１ ０．３２８ ０．２６６ ０．２７７ ０．３４０ ０．３０２ ０．３３６ ０．３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３６３

Ｋ ０．３８７ ０．２２５ ０．２４４ ０．２０９ ０．３６４ ０．５５７ ０．２７０ ０．２９１ ０．１２６ ０．４１５

类型 Ⅳｃ Ⅲｃ Ⅳｃ Ⅳ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Ｃ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８ ０．４６２ ０．４９５ ０．４３９ ０．５００

２００９ Ｄ ０．３９２ ０．４４５ ０．３９９ ０．４００ ０．４２６ ０．４４０ ０．４４１ ０．４３１ ０．４４７ ０．３９８

Ｋ ０．７９４ ０．７２５ ０．７３９ ０．８０３ ０．７７１ ０．８４４ ０．４４７ ０．７４９ ０．３５３ ０．９４５

类型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ｃ Ⅲｂ

Ｃ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９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５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４ ０．４９８ ０．４８０

２０１３ Ｄ ０．５１８ ０．５５５ ０．５３５ ０．５４０ ０．４９７ ０．４８７ ０．５２１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１ ０．４７８

Ｋ ０．９１３ ０．８１０ ０．８６７ ０．９８５ １．３３９ １．０１９ １．１０７ １．３５９ １．２０３ １．７８１

类型 Ⅱｂ Ⅱｃ Ⅱｃ Ⅱｂ Ⅲａ Ⅲｂ Ⅱａ Ⅱａ Ⅲａ Ⅲａ

Ｃ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７ ０．４９６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８ ０．４９９ ０．４８８ ０．４９８

Ｄ ０．６０７ ０．５６４ ０．５７７ ０．５９５ ０．５６１ ０．５２９ ０．５３７ ０．５６５ ０．４９６ ０．５４８

２０１６ Ｋ ０．８０８ １．２３３ ０．７８７ ０．９４３ １．０７７ ０．８７１ １．１９５ ０．９０７ １．５４５ １．２１６

类型 Ⅱｃ Ⅱａ Ⅱｃ Ⅱｂ Ⅱｂ Ⅱｃ Ⅱａ Ⅱｂ Ⅲａ Ⅱａ

Ｃ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８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９ ０．４９９ ０．５００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２ ０．４６０ ０．４８２

２０１９ Ｄ ０．６６１ ０．６４４ ０．５９１ ０．６３３ ０．６１７ ０．６３０ ０．６１５ ０．５６９ ０．５２８ ０．５７１

Ｋ １．０３５ １．１８０ １．０５７ １．１０７ １．０９８ ０．９５２ １．２９６ １．４４８ ２．２９０ １．７２５

类型 Ⅱｂ Ⅱａ Ⅱｂ Ⅱａ Ⅱｂ Ⅱｂ Ⅱａ Ⅱａ Ⅱａ Ⅱａ

总的来看，陕西省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协调发展水平有了质的转

变，整体发展趋势向好。 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各市之间仍然差异明显。 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作为陕西关

中地区，总体经历了“基本不协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的演变格局，这是因为自身拥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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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各市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空间演变格局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５ ｔｏ ２０１９

和较为先进的生态环境管理保护理念，因此协调发展水平 ２０１３ 年开始便取得了中度协调的成绩。 陕北地区

的榆林市 ２０１３ 年之前产业发展模式为粗犷型，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使得生态环境综合水

平较低，因此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为基本协调，２０１３ 年之后随着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来被人们重视，逐渐进行

产业转型升级化，改善了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由基本协调提升为中度协调，延安市相比于榆林市较晚

进入中度协调状态。 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将丰富的旅游资源做为契机，充分利用“生态＋旅游”创收推动城

市城镇化发展，协调状态逐步达到中度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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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相对发展状态演变分析

根据相对发展指数计算公式，测算得出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９ 年五个节点各市的相对发展状态。
根据相关学者研究［３２—３３］，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对发展状态可以分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生态

环境滞后三种类型，并且依据表 ２ 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的判定依据，划分各市的耦合协调发展及相对发展类

型（图 ３）。

图 ３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状态演变格局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ｔｙｐ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２００８—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的城市逐渐减少，生态环境滞后的城市不断增加。 具体来看：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市均处于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陕西省生态资源为其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了良好的铺垫，新型

城镇化正处于开始阶段，使得陕西省整体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发展。 此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

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Ⅳｃ、Ⅲｃ 两种类型，其中西安、铜川及咸阳处于Ⅳｃ 型，其余 ７ 市均处于Ⅲｃ 状态。
２００９ 年，商洛市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由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转变为同步发展状态，其余各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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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没有变化。 此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Ⅲｃ、Ⅲｂ 两种类型，只有商洛市处于Ⅲ
ｂ 型，即转型发展中的基本协调—同步发展状态。

２０１３ 年，三种发展状态并存，宝鸡和铜川仍旧处于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西安、咸阳及延安 ３ 市由新型城

镇化滞后转变为同步发展状态。 处于生态环境滞后状态的 ５ 市，其中安康、汉中、榆林及渭南市由新型城镇化

滞后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商洛市是由同步发展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 此时耦合协调发展存在Ⅱｂ、
Ⅱｃ、Ⅱａ、Ⅲａ、Ⅲｂ 五种类型，协调发展类型出现较大差异，其中西安、咸阳处于Ⅱｂ 型，宝鸡、铜川处于Ⅱｃ 型，
汉中、榆林处于Ⅱａ 型，渭南、安康、商洛处于Ⅲａ 型，仅延安处于Ⅲｂ 型。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宝鸡市由同步发展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榆林和渭南由生态环境滞后转变

为同步发展状态，西安、延安市由同步发展转变为新型城镇化滞后状态，由于西安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较

高，即使新型城镇化发展处于中等水平，也会使得相对发展指数较小。 除安康外均进入中度协调阶段，耦合协

调发展三种状态均存在且分布较为均衡。
２０１９ 年，西安、延安及铜川市由新型城镇化滞后又恢复到同步发展状态，将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

提到了同样重要的发展地位。 榆林和咸阳市由同步发展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状态，说明这两市在推进城镇化

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水平的同时，罔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协调发展状

态。 此时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Ⅱｂ、Ⅱａ 两种类型。
总的来说，新型城镇化滞后和生态环境滞后两种状态均不利于城市的协调发展，处于城镇化滞后的城市

则要将重点放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处于生态环境滞后的城市，需要大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及修复措施，确保

生态能够恢复到可以承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力度，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有序协调发展。
２．３　 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

２．３．１　 检验结果分析

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由结果可知，Ｕ２ 变量显示不平稳，进行一阶差分后可知两者均通过了 １％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均为平稳变量［３４］。

表 ５　 单位根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Ｕｎｉｔ ｒｏｏ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ＬＣ 检验 ＩＰＳ 检验 ＡＤＦ 检验 平稳性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ｉｔｙ

Ｕ１ －２．７１６１∗∗∗（０．００３３） －２．９３９１∗∗∗（０．００１６） ４３．５５８９∗∗∗（０．００４０） 平稳

Ｄ（Ｕ１） －３．５９５４∗∗∗（０．０００２） －６．０３７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９０７２∗∗∗（０．０００２） 平稳

Ｕ２ －２．５０４９∗∗∗（０．００６０） －２．１３６６∗∗（０．０１６３） ２５．８１８４（０．２５９６） 非平稳

Ｄ（Ｕ２） －４．１７６５∗∗∗（０．００００） －６．０２１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０６） 平稳

　 　 ∗∗∗、∗∗、∗分别表示通过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 Ｐ 值；ＬＬＣ：ＬＬＣ 检验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 ｔｅｓｔ；ＩＰＳ：ＩＰＳ 检验 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

ａｎｄ Ｓｈｉｎ ｔｅｓｔ；ＡＤＦ：ＡＤＦ 检验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ｔｅｓｔ；Ｄ（Ｕ１）：Ｕ１ 的一阶差分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１；Ｄ（Ｕ２）：Ｕ２ 的一阶差分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Ｕ２

Ｋａｏ 检验在 １％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ｐｅｄｒｏｎｉ 检验在 ５％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两种检验结果均说明新

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最优滞后期数确定具体结果如表 ６，由此可知，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滞后 １ 期。

表 ６　 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Ｔａｂｌｅ ６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ａｇ Ｏｒｄｅｒ

阶数 Ｏｒｄｅｒ ＡＩＣ ＢＩＣ ＨＱＩＣ

１ －５．１８７７∗ －４．６４９１∗ －４．９６８８∗

２ －４．６６５４ －４．０１０２ －４．３９９１

３ －４．１８９５ －３．４０３９ －３．８７０４

　 　 ＡＩＣ：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ＢＩＣ：贝叶斯信息准则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ＨＱＩＣ：汉南⁃奎因信息准则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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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得出两系统的脉冲响应图具体结果如图 ４ 所示，其中，中间曲线表示 ＩＦＲ 点估计值，
上下两条虚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边界［３５］。

图 ４　 脉冲响应图

Ｆｉｇ．４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由 Ｕ１ 对 Ｕ１ 的冲击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发展在自身的冲击下当期达到最大，随着时间增加，响应逐渐

减弱，且这种减弱速度先快后慢，在 ２０ 期左右达到平稳状态直至影响消失。 这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内向动力

前期影响较为明显，后期内因影响较小。
由 Ｕ１ 对 Ｕ２ 的冲击可以看出，生态环境在第 １ 期新型城镇化冲击下立即作出响应，在前 ５ 期的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冲击下，生态环境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响应逐渐减小，响应速度由快变慢，第 ５ 期左右达到最小响应

值－０．３７，随后响应逐渐增大并趋于稳定，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前期城镇化

发展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期数的增加会逐渐减小，后期会逐渐趋于平稳。
由 Ｕ２ 对 Ｕ１ 的冲击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发展在第 １ 期生态环境的冲击下迅速作出反应，在前 ２ 期生态

环境的冲击下，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响应逐渐增到 ０．０１３，随后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逐渐减小，
这表明前期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影响较大，后期影响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 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是发展城

镇化的必要前提。
由 Ｕ２ 对 Ｕ２ 的冲击可以看出，对于生态环境，在受到自身冲击时会在当期达到正向最大值，随后影响作

用逐渐减小但仍然保持正向反应，在第 ５ 期时，响应转变为负响应，随着期数增加，响应逐渐增加，在 ２０ 期左

右，响应逐渐趋于平稳。
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后再进行 ２５ 期的方差分解，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结

果见表 ７：
由结果显示可知，方差分析 ２０ 期以后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在 ２０ 个预测期之后系统基本已经达到

稳定状态。 新型城镇化发展受自身影响程度由第 １ 期的 １００％影响下降到第 ２０ 期的 ４２％影响，受生态环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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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由第 １ 期的无影响上升到第 ２０ 期的 ５８％影响，说明新型城镇化发展前期受到自身影响较大，后期在一

定程度上依赖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 生态环境受自身影响程度由第 １ 期的 ９９．５％下降到第 ２０ 期的 ９５％，之
后保持不变，受新型城镇化发展影响程度由第 １ 期 ０．５％上升到第 ２０ 期的 ５％，这表明生态环境在整个发展期

内主要受自身影响。 与脉冲响应结果对比可知，生态环境在初期会受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负向影响，随后影

响消失，受到自身发展影响较大，新型城镇化对其发展的滞后影响效果有限。

表 ７　 方差分解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阶段 Ｓｔａｇｅ ＤＵ１ ＤＵ２ 阶段 Ｓｔａｇｅ ＤＵ１ ＤＵ２

ＤＵ１ 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ＤＵ２ １０ ０．０４３ ０．９５７

ＤＵ２ １ ０．００５ ０．９９５ ＤＵ１ ２０ ０．４２０ ０．５８０

ＤＵ１ ５ ０．５５９ ０．４４１ ＤＵ２ ２０ ０．０５０ ０．９５０

ＤＵ２ ５ ０．０１９ ０．９８１ ＤＵ１ ２５ ０．４１９ ０．５８１

ＤＵ１ １０ ０．４４４ ０．５５６ ＤＵ２ ２５ ０．０５０ ０．９５０

　 　 ＤＵ１：Ｕ１ 的方差分解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１；ＤＵ２：Ｕ２ 的方差分解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Ｕ２

３　 结论与启示

３．１　 结论

（１）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二者之间的协调水平呈现增速不一致

的上升趋势，协调发展阶段呈现“基本不协调—中度协调”的演进态势，各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实现了稳步式增

长，但地区间发展步调差异较大，中西南区域发展速度较快，如西安、宝鸡及汉中市 ２０１３ 年首先进入中度协调

阶段，延安，安康等市属于缓慢增长类型，２０１６ 年进入中度协调阶段。
（２）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状态呈现“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生态环境滞后”的

动态演变态势。 比如西安市发展阶段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滞后—生态环境滞后”。
新型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类型的城市均属于不健康的相对发展状态，两者发展调整重点不同。 整体

上，关中地区相对发展状态比陕南陕北地区更好，更早达到了同步发展的协调状态。
（３）在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中，新型城镇化发展受自身影响由第 １ 期 １００％影响下降为 ２０ 期

４２％影响可知，前期新型城镇化受自身冲击较为显著，后期受自身冲击与生态环境发展影响程度相差不大；生
态环境受自身影响程度由第 １ 期 ９９．５％到第 ２０ 期 ９５％影响可知，自身冲击整体维持在较高比例，生态环境发

展受自身冲击作用较大，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滞后影响作用有限。 总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

互动关系明显，两者会相互制衡。
３．２　 启示

（１）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二者之间的协调水平来看，各地区虽大体发展趋势均处于

稳步式增长状态，但各市各地区间的差异不容忽视。 发展较快的中心城市如西安、宝鸡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互联互通。 进一步缩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间差距，均衡推进城

镇化进程，通过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能力，以经济社会城镇化为着力点，大力发展空间城镇

化及人口城镇化，利用各种激励手段引进人才推动地区提升创新活力，发展地区间合作的交流共享平台。
（２）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相对发展状态来看，整体在向生态环境滞后的方向发展，必须引起当地发

展政策及未来规划的注意。 强化绿色生态发展能力、补齐生态短板尤为重要。 榆林、延安要将生态创新作为

经济价值发展的首要前提，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 在城镇化进

程中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融入当中，大力保护绿色农产品生产流通区以及生态功能区，打造绿色食品猕猴桃、
核桃等地方特色产业品牌，推行“生态文旅＋健康养生”发展模式，确保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达到同步协调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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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从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关系来看，新型城镇化发展初期并不依赖生态环境发展，而在后期很

大程度上与生态环境发展息息相关，生态环境前期会受到城镇化发展的负向抑制，后期抑制作用逐渐减小。
因此地区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应着眼未来全局规划、优化经济发展形式，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高质

量发展。 陕西省作为西部大省，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摒弃重污染产业，大力发展绿色化升级产业，处理好

两者之间的关系，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消耗，对陕西省区域及总体实现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生态优先为基础的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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